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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面對來勢洶洶的假新聞，列維納斯提供一種新的共處策略：以退

為進，從本體論與認識論轉進至倫理學，先存而不論資訊的真實性，

改先確定是否樹立「不丟臉」的倫理主體，以悅納異己、回應他者臉

龐為前提，避免疲於應付層出不窮的事實查核爭議，也不致於啟人限

縮言論自由的疑竇。在如此的倫理策略下，本文建議先藉由假新聞的

挑戰反省新聞專業的盲點，再想像衍伸列維納斯與假新聞共處的可

能，試圖策略性地制度化「不丟臉」的傳播溝通，化假新聞的危機為

親炙他者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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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所謂的假新聞由來已久，但於今尤烈。馬克吐溫曾戲謔地形容

「真相穿鞋時，謊言已然繞過半個世界」，這在數位時代感受特別深

刻（胡元輝，2018a；羅世宏，2018）。海量資訊既可能方便事實查

核求證，也可能造就謠言偏見混水摸魚、以訛傳訛、藉機牟利的溫床

（Lynch, 2016）。2016 年的美國總統選舉與英國脫歐公投引起許多

人注意假新聞的運作與對民主的傷害（Glaser, 2017）。假新聞因此被

美國事實查核組織 PolitiFact 選為當年度代表性謊言，而「後真相」

（post-truth）一詞也成為牛津字典的該年度代表字彙（胡元輝，

2018a，頁 39）。只不過，假新聞的認定卻往往是各自表述，例如：

雖然都覺得政治人物該負相當責任，美國共和黨支持者比民主黨支持

者更傾向歸罪於新聞記者與社運團體（Mitchell, Gottfried, Stocking, 

Walker, & Fedeli, 2019, June 5），民主黨支持者相信是川普與外來的

假新聞干擾了總統大選的結果，而共和黨支持者則多半將假新聞歸罪

於國內主流大眾傳播媒體對川普的詆毀（Jang & Kim, 2018; Stocking, 

Grieco, & Gottfried, June 5, 2019）。眾說紛紜，事實與假新聞的判斷

反而常讓位給指責假新聞與宣稱指責假新聞本身就是假新聞的口水

戰，假新聞之為假，有時並非黑白分明，毫無爭議。 

反智、不信任主流媒體、目標打倒既有建制的民粹主義更為假新

聞披上「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的狂熱宗教般外衣，非我族類的

訊息一概貶為假新聞，而自己認同的觀點遭否定時，陰謀論的懷疑便

直覺而起。一旦意識型態的選邊先於理性的實事求是，假新聞的認定

爭議往往同時是社會分裂、政治兩極化的因與果。同溫層裡看著鏡子

找事實或者根本不在意事實的「後真相」時代氣氛中，素人與精英專

家平起平坐，人人一把號固然一時爽，無從檢驗的胡扯瞎說卻日積月

累地破壞追求真理越辯越明的民主集體審議基礎（Davis, 2017），營

造缺乏建設性的群眾懷疑主義（mass skepticism, McIntyre, 2018）。 

臺灣政治性假新聞的狀況又更複雜，除了國內既有的政治競爭角

力外，不少人憂心中國的干擾（何清璉，2019；曾韋禎，2019）。瑞

典哥德堡大學（Göteborgs Universitet）的一項 V-Dem 計畫調查指

出，臺灣是 2018 年全球「遭受外國假資訊攻擊」第一名的國家（黃

泓瑜，2019 年 12 月 20 日）。假新聞攻擊猛烈，但是臺灣的防禦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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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不足。滅香、年金改革、與關西機場等假新聞事件中，都曾傳出有

中國因素的介入，政府也指責某些內容農場與假新聞網站生產假訊

息，再經由 Line 等社群媒體，大量且快速地散佈（仇佩芬，2019 年

7 月 21 日）。為對抗來自中國的假新聞，政府通過反滲透法，藉以防

止「境外敵對勢力」指示、委任、資助假訊息的散播而干擾選舉。反

對黨批評此為販賣恐懼、操弄選舉（中央社，2019 年 11 月 29 日），

也有學者擔心相關的國安修法可能侵害新聞與言論自由，呼籲政府應

從「資訊公開、新聞媒體自律、媒體公民素養教育、第三方事實查

核、社群平台問責與打假技術改良等途徑」，尋求適當的解決之道

（羅世宏，2018 年 9 月 27 日）。 

弔詭的是，「後真相」時代的真實有時難以證明，有些人反而常

常透過被否證駁斥而肯定既有認知的真實性，批評得越體無完膚，越

顯現它承受百般打壓的難能可貴。明明已經被查核糾錯多次了，這些

訊息仍然繼續在社群媒體上傳佈（Friggeri, Adamic, Eckles, & Cheng, 

2014; Shin, Driscoll, & Bar, 2016）。大規模的社群媒體使用數據分析

也顯示，有些人甚至刻意避開更正的訊息，執泥於尋求假新聞

（Mocanu, Rossi, Zhang, Karsai, & Quattrociocchi, 2015）。如此一來，

假新聞的事實查核不僅無濟於事，還可能產生反效果的「逆火效應」

（backfire effect），強化訊息接收使用者對既有認知的虛幻真實感

（Garrett, 2011; Nyhan & Reifler, 2010），而且無意中誤導民眾以為未

被查核標示為假新聞的訊息皆為真，以至於降低對其他假新聞的戒心

（Pennycook & Rand, 2017）。選擇性接觸與理解訊息的「逆火效

應」挑戰事實查核機制的必要性，也考驗民主政治需要充分資訊以理

性溝通的假設（Flynn, Nyhan, & Reifler, 2017）。 

新世紀面對來勢洶洶的所謂假新聞，不少人就借鏡德國思想家

Jurgen Habermas 的 公 共 領 域 概 念 與 溝 通 行 動 理 論 （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ction）進行批判，嘗試建立媒體的社會責任與問責機

制（García-Marzá, 2017；胡元輝，2018a）。相對而言，與之齊名的

Emmanuel Levinas（列維納斯）則被忽略，無限他者觀點可能提供的

回應與洞見也尚未被傳播學者重視。 

雖然同樣訴諸溝通行動的倫理，列維納斯並未對 Habermas 的溝

通理性投以青睞，對形塑共識的公共領域更是抱持質疑批判的態度。

若要追求理想的溝通與社會，他認為保持距離的理性還不如臉龐親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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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性來得重要，因為客觀冷靜討論所達成的齊一原則永遠掩蓋不了

邊緣例外者被忽視或犧牲的歧異身影與聲音。而且，若要解決論述過

程中為何必須堅持溝通倫理的根本難題，期待 Habermas 的理性無異

緣木求魚。列維納斯相信倫理不是來自理性，理智分析無法保證遵從

倫理是唯一或最佳的選擇。相反地，理性來自於倫理，只有先確立不

斷召喚與回應他者的熱情，藉由與他者相遇的經驗方能生成一切客體

經驗與主體意識（Levinas, 1963/1990, p. 293）。換句話說，不關懷他

者的傳播溝通是迴避臉龐（the face/ visage）的「丟臉」行為，缺乏倫

理基礎，就毫無存在的資格、也不需要費時去檢驗過濾訊息的真假。 

不管是從實然重於應然的實證主義、或戮力於唯物批判的馬克思

主義等陣營來看，列維納斯奉倫理學為第一哲學的主張，多少顯得有

些不食人間煙火般的迂闊。乍看之下，以事實、效果、意識形態、或

論述權力來檢驗傳播，遠比高談悅納異己來得務實，Habermas

（1981/1984）於理想話語情境所標榜的真實性、理解性、真誠性、正

當性等真理共識四項有效性宣稱，也比每次依不同的遭逢而回應無限

他者的要求更為具體。 

但是在社群媒體同溫層或回聲室裡，信者恆信的執著熱情似乎超

越實事求是的冷靜，不理解集體信念與社會條件的事實查核不僅於事

無補，甚至還可能導致反效果（Margolin, Hannak, & Weber, 2018; 

Nyhan & Reifler, 2010）。更重要的是，事實與否有時候端看從何臉龐

的眼中看出，不洞悉假新聞社群的脈絡與原委也將無法返身照見體制

內所謂正確客觀新聞的盲點（Winston & Winston, 2021）。列維納斯

重視溝通倫理，相信自我只能在不斷與無數他者相遇的過程中成長，

彷彿提醒數位時代的人們欲速則不達，別急著排除假新聞，彼此多花

時間對話，聆聽他者的言說（saying），不間斷地探索與回應「未

說」（unsaid），才有可能干擾或破壞「已說」（said）的整體霸權。

本文即試著從列維納斯的觀點出發，探索溝通倫理學中假新聞的定

位、新聞報導專業面對他者的盲點、與整體傳播環境能夠「不丟臉」

的制度改革，希望能提供管制防治之外另一種與假新聞共處的態度與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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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列維納斯的第一哲學 

傳播史學者 John Durham Peters（1999, p. 21）曾宣稱，當今傳播

領域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當推 Habermas 與列維納斯。兩人皆選擇從

語言（language）與話語（speech）切入，建構傳播的倫理基石，強

調溝通對話是社會之所以可能的關鍵，並依此衍伸出社會正義的準

則。話雖如此，前者在學界的實際權威與通俗世界的知名度卻遠超過

協助翻譯將現象學引介至法國的後者。兩人皆從語言中推導出溝通倫

理，列維納斯彰顯訊息交換詮釋之前靠近他者的自剖揭露情義，

Habermas 則強調互動過程的理性程序與理想言詞情境，一重實質肉

體感受與關懷被程序排除者，另一則重形式公平與追求互為主體的共

識（Hendley, 2000）。當 Habermas 言必稱溝通時，列維納斯卻不惜

藉由中斷溝通以迫使重新面對他者。對列維納斯而言，溝通失敗才是

真正溝通的開始。 

1906 年列維納斯出生於立陶宛的一個猶太家庭，第一次世界大

戰時舉家逃往烏克蘭，自小熟讀希伯來經典，十八歲赴法國 Université 

de Strasbourg 研讀哲學，之後又前往德國 Universität Freiburg 跟隨胡

賽爾學習現象學，也與海德格過從甚密，屬於法國最早注意到現象學

的一群知識分子，更合作搶先將胡賽爾《笛卡兒式的沈思錄》一書翻

成法文，影響沙特等人。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列維納斯淪為德軍戰

俘，戰後獲釋才發覺家人多因猶太身分而罹難。接下來的一段時間，

他投入在猶太教育與猶太經典《塔木德經》的鑽研。 

1961 年出版的《整體與無限》（Totality and infinity）富含原創

性吸引學界的注意，也幫助列維納斯獲得法國大學的教席。儘管如

此，八十年代以前列維納斯在荷語地區引起的重視遠高於法語與英語

世界，直到 Blanchot, Derrida, Lyotard, Ricoeur 等撰文引介，八十年代

中期以後，列維納斯才被公認為法國哲學圈翹楚之一，美國也開始出

現列維納斯哲學評論的專著（Davidson & Perpich, 2012）。中文學界

之前雖有零星的翻譯與介紹，大多相關學術著作發表在二十一世紀

間，2006 年中國杭州還舉辦了三天的學術研討會紀念列維納斯一百周

年誕辰。而臺灣學者的專書屈指可數（賴俊雄，2009 & 2014），臺灣

傳播學者注意到列維納斯的思想更是最近幾年的事了（劉慧雯，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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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猶太教影響，列維納斯著作用字晦澀，詩般風格常令讀者不易

瞭解掌握，而以希伯來文化批判性地介入西方哲學，質疑自希臘以來

的愛智理性傳統尤其別出新意，某種程度上，顛覆啟蒙運動賴以支撐

之理性思考主體（logos）的中心地位。列維納斯以倫理為第一哲學，

高舉悅納異己的他者哲學，宣稱若不先確立為他倫理，則傳統的本體

論與知識論將失去哲學上成立的堅實基礎，藉由反省二戰大屠殺的悲

劇，反將他的老師胡賽爾與海德格一軍，動搖過去哲學強調我思的執

念，也挑戰現代新聞學以事實認知為優先的學科預設前提。 

根據列維納斯（1961/1998a），他者擁有永遠無法捉摸、接近、

與理解的他異性（alterity），與其自大地夸談整合異見，還不如在思

考詮釋之前先盡力接受與認可。承認他者的複雜與差異，也坦然面對

我思的不足與盲點，所以他認為哲學的起點不該始於如此脆弱殘缺或

虛構的所謂自我或主體，而應轉向擁抱無限的他者。沒有與他者臉龐

遭逢的經驗，就沒有形成自我意識與建構倫理主體的機會。相反於過

往西方人本主義我思故我在的哲學信念，如上帝般高高在上的他者召

喚人們單向且無條件地回應，因此列維納斯批評以自我丈量世界、甚

至以相互主體性尋求共識，皆是某種褻瀆或自戀，也是加諸於他者身

上的暴力。這種對他者的無限責任並非單純的佛心來了，亦非法律規

範或利害計算的結果，而是人之所以能為人、主體之所以能逐漸從渾

沌中形成的關鍵。所謂的自我其實是包容於龐雜的他者之內，沒有自

我，他者依然巨大沉默地轟鳴，但摒棄他者等於把自我的可能性也一

起丟掉（Levinas, 1973/1989）。換句話說，自我與他者絕非平起平

坐，認同也無資格和差異形成二元對立，他者的差異是最原始的、無

限的、與超越的，而他者臉龐凝視之後才人為形成的自我認同只能是

脆弱不定的，只有透過不斷地接近與回應他者，倫理主體方得以暫時

確立，有了倫理主體才有資格談論更後端的存在本體與認識主體。 

列維納斯顛倒西方哲學傳統，將邊緣的倫理學置中，更將倫理主

體當成本體論與認識論建構的基礎，如此一來，倫理已經不是做不做

的選擇，而是一旦為人的責任與義務，不傾聽他者也非對錯的問題而

已，而是夠不夠資格稱為人的基本評判。倫理學超越本體論，外在於

並且優於存有（Levinas, 1975/1987），因此，應然先於實然，我行比

我思重要，行善不需要先致知悟道，懂得道理也無法保證不做壞事。 

顯然地，二戰屠殺猶太人的悲劇讓列維納斯深刻反省西方愛智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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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的不足與偏頗，經過奧斯威辛集中營事件後，不僅寫詩是野蠻

的，談論本體論也是殘忍的。他不滿從「認識自己」的蘇格拉底到

「在世存有」（being-in-the-world）的海德格所承繼的西方哲學觀，

批判其中的本體優先、我思中心、與壓抑他者（Peperzak, 1998）。窮

究世界本質的結果卻是將豐富的經驗化約為簡要的知識，強將原本難

以歸類的歧異框限為井然有序的整體性（totality），再優雅的本體論

在他眼裡都是一種暴力，而西方哲學與奠基於其上的科學、政治、與

法律皆參與了這一連串對他者的屠殺（Wright, Hughes, & Ainsley, 

1988, p. 170）。 

笛卡爾的理性與胡賽爾的意向性都將外在世界視為圓滿自足內在

自我的延伸，列維納斯反其道而行，宣稱所謂的主體其實駁雜多孔、

內外難分、易於被他異穿透。我思不一定故我在，反而離開自我去追

尋他者才可能是真實的存有，每次自我出現破綻矛盾時，都是他者對

人們的召喚，召喚自我與他者一起遭逢、改變、成長，不斷回應他者

時 也 拯 救 了 倫 理 主 體 免 於 被 同 一 的 本 體 論 凝 固 宰 制 （ Levinas, 

1974/1998b）。 

列維納斯在倫理學確立之前不承認主體的存在，這面臨如何定位

有熱情與能力持續回應他者的自我，難道這樣的自我沒有本質？不算

是主體？他很技巧地辯護，擁抱他者、自我否定的自我根本超乎本體

論層次所能理解討論，而且永遠心繫他方的倫理，隨他者變幻飄盪，

根本沒有定錨的本質（Cohen, 1984, p. 10）。更有甚者，倫理先於本

質與存有，列維納斯（1975/1987）因此區格倫理主體與本體論的主

體，前者是離心的歧異，後者是向心的同一；前者是自混沌的無限他

者溢出、無法被思考的慾望，而後者則是被「已說」的整體性規訓、

我思故我在的理性。西方世界本末倒置地以後者為尊，妄自托大地從

自己看天下，釀成人類世（Anthropocene）的文明與生態浩劫，列維

納斯（1963/1990, p. 295）沉痛地呼籲重拾責任悅納異己，不要急著分

析、理解、控制，先試著親近感受他者，學習擺脫為己生存的爾虞我

詐，目的是成為「別於存有」（otherwise than being）：「讓我成為

絕對被動的自我，亦即我是他者的替身、他者的人質。」 

語言與溝通在列維納斯的第一哲學中扮演微妙的角色：語言拉近

我們與他者的距離，增加與他者的「臨近性」（proximity），因此是

倫理慾望的一種內在形式，透過溝通我們才能與他者遭遇（Levi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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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1998b, p. 7）。但是，語言的功用不在於利用「已說」以進行闡

明、解釋、說服、或認同的任務，而是希望在不斷的「言說」中，以

指望月、過河拆橋式地往「未說」的陌生國境邁進。溝通的目的也不

在於尋找所謂的真理、權力、或共識，而是自覺整體性的貧瘠，對他

者心嚮往之的愛慕。溝通是與他者建立關係的橋樑，但是這路是單行

道，指向浩瀚的他方，一去不返。 

 

參、臉龐與言說 

列維納斯（1961/1998a, p. 299）形容倫理主體是位「好客的主

人」，熱心歡迎各種外客進駐，而主人單向的盛情則源自於他者臉龐

的凝視質問。列維納斯所謂的臉龐不僅僅是肉體的面對面，也是雙眼

直擊他者龐雜他異性的浮現，有溫度與生命皺褶的參差臉龐拒絕整體

齊一的整形，反對理性秩序的美容，被如此臉龐盯著看，不斷提醒自

我，任何抽象的概念、原則、與表述都可能掛一漏萬，忽略邊緣、不

起眼、不上相的一張張臉龐。臉龐的力量並非來自它的強勢對立，而

是它的平凡脆弱與無助，激起「Thou shall not kill」（你不該殺戮）

的憐憫之心，促動人們挑起回應並照顧他者的責任。積極回應臉龐，

自我才可能重燃尋求外部他異性的慾望，進而成為一個倫理主體。 

語言是通往如此慾望的途徑與形式，明知符號象徵與肉體有隔，

臉龐隨時滿溢並沖垮既有的固定形象，也只能依靠薄弱的語言接近他

者。因此，臉龐必然是面目與言說的綜合，既凝視又召喚回應，仰望

眾多張臉即是談論這個世界，臉龐其實是列維納斯的溝通小縮影

（Levinas, 1961/1998a, pp. 66, 174）。言說總是由一張臉啟動，並為

一張臉而說，因此語言如果有本質的話，那就是與他者的關係

（Levinas, 1961/1998a, p. 207），表意溝通為語言注入被回應的機

會，同時也承擔被他者質疑的可能性。 

起於臉龐也止於臉龐的溝通有三項特色（Atterton, Calarco, & 

Friedman, 2004）：首先，倫理主體往外的溝通是單向不對稱的，自

我有義務與他者對話，但他者不必然得參與；其次，自我與他者的對

話是不對等的，平等對待他者是不夠的，因為他者不是對談的夥伴，

他者是自我成為倫理主體的導師；最後，溝通是持續永久的過程，不

管多縝密周詳的對話，還是會遺漏疏忽，總有更多的臉龐等待相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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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 

由於是臉龐間的溝通，使用的語言就不僅是符號系統而已，尚且

包括情感與體感的接觸，親密關係中的溝通多半無需言語，過度仰賴

資 訊 、 知 識 、 與 理 性 往 往 拉 遠 了 與 他 者 的 距 離 （ Levinas, 

1961/1998a）。相對於傳播的傳輸與儀式兩項典範模式（modes of 

transmission and ritual, Carey, 1989），列維納斯類似於主張複調對話

的 Mikhail Bakhtin，認為溝通的目的並非正確有效的傳遞訊息或凝聚

強化群體的認同，而是與他者的接觸，每次的對話都是為了更靠近陌

生的世界、滋養更悅納異己的新自我（Erdinast-Vulcan, 2008; Murray, 

2000）。何況溝通過程中，接觸都早於理解（It makes contact before it 

makes sense），碰面的感覺又遠超過所能言詮的範圍，所以列維納斯

（1974/1998b）心目中的溝通是前本體論的尋覓摸索他者，語言則是

不完美的管道形式，只能且說且修，甚至慢慢發展新的表達方式，方

便現行語言無法表意傳情的他者透露存有的痕跡。許多的溝通失敗都

留有這樣的痕跡，如此的痕跡證明了倫理主體的慾望，也加添了不放

棄溝通的責任（Handelman, 1991）。成功溝通其實是將他者化約為同

一、將無限約束為整體，溝通失敗反而代表往外成功遇見他者、打斷

視為理所當然的「已說」與存有在場性。 

溝通旨在曝露不足，不在尋求真理或權力，列維納斯主張謙卑的

倫理主體方能降低西方本體論與認識論傳統的傷害。可惜在強調數位

互動的時代裡，拙於溝通彷彿一無是處，而懂得運用媒體操弄傳播似

乎無往不利，對所謂完美溝通對話的渴望被發明、放大（Peters, 1999 

& 2008）。列維納斯（1974/1998b, p. 120）嘗試將溝通重新構連於貼

近他者臉龐的倫理責任脈絡中，正面看待溝通過程中模糊不定、詞不

達意、有口難言的尷尬狀況，他直指溝通就是主體的冒險，尋求與他

者的相遇是一段段危險的旅程，但是無風險就無收穫，未經過他者嚴

酷洗臉批判的溝通（也就是所謂的成功傳播）只是複製現有的知識/權

力佈署，弊遠大於利。傳播就是要探索邊界，會卡住的溝通表示我們

走得夠遠，意味著有機會和陌生的他者見面。挫折不是溝通的結束，

反倒是自我與他者之間倫理關係的起始。而同溫層與回聲室的相濡以

沫、彼此取暖，雖然有助於聲量的運作，卻阻斷他者臉龐的浮現，一

旦無法成為倫理主體，傳播就失去存在的價值與真假判別的需要性。

如果倫理是列維納斯的第一哲學，被打斷的溝通就是他眼中的首要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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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肆、溝通與正義 

不斷回應無限他者常遭批評為過於天真，畢竟現實生活難免需要

認知定錨與整體秩序，否則流於相對主義或不可知論，恐怕適得其反

地淪為反倫理的不正義窘境（Simmons, 1999）。為了回應類似的質

疑 ， 列 維 納 斯 （ 1974/1998b ） 於 《 別 於 存 有 ： 或 超 越 本 質 》

（Otherwise than being: Or beyond essence）一書中提出「第三者」

（the third）的概念，處理超過兩人的社會裡接納他者的問題。他承

認現實社會的溝通必須「從他異性的倫理視野轉移至整體性的本體論

視野」，兩人之間單向絕對悅納異己的倫理此刻不得不讓位給權衡諸

多責任的正義，否則無人有能力同時對龐雜、甚至相互矛盾牴觸的他

者負責（Levinas, 1974/1998b, p. 94）。對列維納斯而言，所謂標準或

制度的建立是必要的罪惡。即便如此，列維納斯仍堅持「第三者」雖

然屬於你我之外的其他社會份子，一樣是值得擁抱的他者，只是這個

他者永遠是臨近性的他者，倫理熱情被迫分散至眾多的「第三者」身

上，無法全心全意地回應，唯有不斷修正標準與制度以儘量臨近揣度

（Levinas, 1974/1998b, p. 158）。 

自我與他者的遭逢溝通是倫理學層次的問題，絕對他者的超越性

使得單向無條件的回應成為義務，然而自我與「第三者」的現實應對

則需折衝妥協，為本體論層次的議題，在平等地位的前提下，原本只

要對等互惠即可，列維納斯（1974/1998b, p. 213）卻仍將倫理慾望植

入正義政治，要求理性調處時不忘時時回應「在他者眼中凝視我的第

三者」（The third party looks at me in the eyes of the Other）。模糊抽

象的「第三者」在一張張面對面遭逢的容顏裡找到形象，因為每張具

體的他者臉龐也都嵌鑲在社會無限的生命差異裡。他者的臉龐就是人

類的臉龐，列維納斯如是說。 

如此一來，列維納斯（1974/1998b, pp. 154-159）的正義同時跨越

了倫理學與本體論的層次，並未親身遭逢的「第三者」要求人們擔負

起如同回應絕對他者的無限責任，但受限於能力，又只能先從無私的

原則做起，透過「歷時性」（diachrony）經驗不同的生命差異，持續

調整、逐漸撥雲見日，希望能貼近拼湊出「第三者」的龐雜臉龐，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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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社會不公不義的現象。相較而言，Habermas（1981/1984）是從本

體論與認識論發展溝通倫理，井然有序，卻限縮他者的異議於一定的

遊戲規則中；列維納斯（1974/1998b）則從溝通倫理檢驗本體論與認

識論，如同自我否定的倫理主體，社會正義的原則也是用來顛覆打破

的，列維納斯坦承正義原則的必然不完美，不過，他並不甘心止步於

所謂務實者口中的必要罪惡，為了進一步回應他者的臉龐，打掉重練

他也在所不惜。 

即使在現實政治的無奈壓力下，列維納斯（1974/1998b）仍不滿

足於合法守分的正義，他擔憂再怎樣深思熟慮或擁有再高共識的制度

法規都可能忽略某些他者臉龐，一昧談法律的正當性，卻不考量倫理

的責任義務，恐將流於「平凡的邪惡」，集體毫無罪惡感地以某種規

則分類抹殺他異性。因此，列維納斯期待的正義依舊奠基於第一哲學

的責任，除了達到是非分明、懲惡揚善、各得其份之外，更在意對正

義原則的自省，鼓勵社會積極尋找並回應他者，藉由集體持續溝通而

讓「未說」的發聲、模糊的痕跡顯現容顏，擁抱他異性讓正義原則更

包容周延。 

時值民粹主義當道，列維納斯憂心合法但不合倫理的警告有如暮

鼓晨鐘，缺乏倫理就無資格談存有的讜論更是羞煞眾多鑽營私利、聰

明玩法的「理性人」。對列維納斯，正義並非社會成員彼此互惠平等

而已，而是整個社會能無條件、不求回報地主動親炙他者的臉龐

（Vetlesen, 1997）。正義不得不起源於理性運籌帷幄後的「已說」，

但是列維納斯堅持正義運作時，應持續積極主動透過言說親近感受他

者，不放棄希望地相信，溝通責任的掙扎挫折將柳暗花明地帶領我們

發現「未說」的臉龐，豐富新正義社會的言說（Waldenfels, 2002）。 

列維納斯的正義正是在一連串溝通走走停停的過程中，辯證地調

和了理性客觀、依法不依人的「已說」與感性親近、直視臉龐的「未

說」，既重視程序公平，卻又處心積慮企圖幫他者量身訂做新規則。

反對者批評如此可能導致法制不穩定、朝令夕改、各說各話、或成本

過高，支持者則反駁這只是為社會既得利益者的怠惰無能、便宜行

事、保守自滿、甚至冷血無情找藉口（Hendley, 2000）。 

如果正義的起手式必須是倫理的話，談論言論自由之前就得先確

定當事人是否已經承擔親近他者的責任，爭取公平分配之前要先捫心

自問是否已經補償邊緣人更多資源（affirmative action），而進行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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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的審議式民主之前也應該多用心感受不擅言詞的容顏所流露之喜

怒哀樂。一如 Jacques Derrida（1993/1994）的政治幽靈，這些倫理的

天命（calling）將一再透過他者臉龐的浮現，如鬼魂般糾纏、打斷正

義的形式與運作，提醒我們虧心與心虛的點點滴滴。列維納斯並沒有

全盤否定 Habermas 的溝通理性與公共領域，可是他期望聽見溝通過

程中失言胡言無言，與看見公共領域裡鬼影幢幢、人鬼同棲。對他而

言，理想的溝通是容許失敗的溝通，真正解放的政治則是對自己開

槍、革自己命的政治！ 

 

伍、人工智慧持續凝視下的網路溝通 

二戰後列維納斯（1947/2001）就開始重思現象學的主體意向

性，逐漸往外而非往內尋找存有的基礎，他者也因此不再是該被排除

的雜質，而是能夠更豐富自我的養分。列維納斯最初的溝通概念即是

自我親近他者的過程，為了一睹他者被隱蔽的臉龐，人們必須得捨去

自說自話、同聲相和、或說服操縱的順暢溝通，改走崎嶇蜿蜒、山窮

水盡疑無路的傳播迴圈。因為，擁抱他者的溝通路上，已讀不回、話

不投機、雞同鴨講等挫折經驗都是最佳的路標指示，溝通失敗是他者

的最佳在場證明，而成功溝通反倒是遺忘差異與驅趕他者的迷障。 

和戰後美式傳播學的發展完全背道而馳，列維納斯著迷於這些學

者避之唯恐不及的溝通困局，不想克服齟齬、優化傳播效果，卻企圖

放大冷場無言的困頓與焦慮，希望在語言失能與理性停步的邊境，改

搭上體會與熱情的感性便車突圍而去、尋覓親近他者的縫隙。他嘲諷

成功傳播實際上是為躊躇自滿的主體征服他者而鋪的康莊大道，心有

靈犀的溝通只不過是殖民者粉飾太平的煙霧彈。唯有溝通失敗時，我

們才會意識到他者、尊重他者。 

列維納斯和他的老師海德格一樣，將傳播溝通視為哲學問題，也

同樣採用現象學方法分析，只是海德格認為溝通的本質是互為主體的

存有分享（Being-with），語言提供且見證分享的可能性。而列維納

斯提升溝通到第一哲學的倫理層次，倫理主體必須無條件主動悅納異

己（Being-for），先把自我全心暴露在他者之前，跨越語言「已說」

的極限，才有可能親炙他者臉龐流露的「未說」（Peperzak, 1998）。

海德格念茲在茲的仍是主體，而列維納斯掛心的早已是自我以外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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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因為他者存在於主體之前，經由與他者的遭逢，倫理的慾望才可

能化身為避開本體論暴力的「別於存有」——一個充滿他者的主體。 

所以列維納斯推崇的溝通是長期、不放棄的努力，藉由無限他者

的光照，持續自我糾錯改進以發現更好的我、更良善的人際關係、與

更正義的社會。如此的溝通觀點看似高調，卻非常適合當前海量資訊

被大量網民生產、傳遞、接收的數位時代。列維納斯可能沒想到，他

心儀但辛苦還不見得能企及的臉龐，如今在網路臉書（Facebook）等

社群媒體的幫助下，一觸鍵就能瞻仰他人生活裡的一顰一笑。然而，

列維納斯卻也可能早已預知同溫層之間黨同伐異的問題，他提醒網路

上永遠有一張臉龐召喚著我們體會接納差異，只要不偏愛成功順遂的

溝通，不盡信美言順耳的宣傳，不執著於上網淨找自我的投影，不要

光說不聽、光想不做，網路酸言酸語與無數跳過、退訂、封鎖、

unfriend、dislike 的身影都可能教我們如何欣賞溝通失敗的不和諧、如

何從溝通的困頓不悅中找回被排除的真善美，幫助我們接觸新的或被

討厭、遺忘的人事物，讓自我持續演進為更包容的、更為他者設想的

倫理主體。 

另一方面，列維納斯還強調溝通中的語言符號既是工具也是障

礙，協助往外探索，同時也阻斷臨近他者臉龐的路徑。溝通單靠對話

是不夠的，因為他者常結巴木訥或說著不同的語言。所以只停留在線

上、利用文字圖像中介摸尋臉龐是利弊參半的，它方便往外對著龐雜

的他者言說，發出悅納異己的熱情與邀請，但是也忽略了拙於以此中

介表達的素樸容顏，偏袒了巧於運用此套語言規則而裝扮的精美面

具。各種套裝的貼圖、GIF、meme、修圖軟體與濾鏡等在網路上被混

雜地使用，模糊了臉龐與面具的界線，有時有助於撐過社交尷尬，但

是過度約定俗成地套用 emoji、問候語、拍攝角度姿勢、修圖構圖技

巧，反而懈怠了打破社交禮儀或默契以一探究竟、一親他者芳澤的溝

通熱情。也許，無限的他者既在線上也在線下，少一些時間留在臉書

等社交媒體上往彼此臉上貼金，多一些時間離線幫別人的臉龐擦汗拭

淚，當沉溺網路已經成為事實，有時下線回應他者就成為義務。 

網路世界當然不會僅是兩人的倫理關係，開放的社交平台帶來回

應不完的「第三者」凝視，順了姑意逆嫂意，持續溝通以臨近他者是

長遠目標，但是短期內面對臉龐之間的資源不對等與政客財團的操

弄 ， 自 律 與 管 制 的 方 案 都 是 不 得 不 然 的 現 實 措 施 。 列 維 納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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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1998b）寫作《別於存有：或超越本質》一書時已經在思考如

何兼顧無限他者的倫理學要求與公平制度的本體論或知識論權宜必要

性，所以他應該不反對形成線上正義與優質新聞的法制。不過他可能

擔憂本質化與均質化的壓力與惰性會讓法制僵化，害怕網路資訊自由

多元的嬰兒隨著不當內容的洗澡水而被倒掉，例如：為了反網路色

情，卻檢舉、封鎖、停權「解放乳房」運動的圖文，或者為了管制壓

迫者的仇恨語言，反而壓制被壓迫者的怨恨不滿發洩。這些都沒有速

成的解決方法，重要的是，列維納斯不贊成立完法、提出主張後就雙

手一攤，少數只能服從多數，視某些錯誤或犧牲為不得不然的工具理

性。也不同於 Habermas 以理想話語情境為最終答案，猶太教彌賽亞

的信念促使列維納斯憧憬更美好的未來，因此願意積極不斷調整正義

程序與法制，樂觀相信多關注回應一張臉龐，可以使抽象的「第三

者」形象更清晰、更包容。 

問題是，網路上的「第三者」已經不只是龐雜人生百態之抽象濃

縮反映而已，數位的連結與相遇往往依賴程式演算法的中介，而所謂

的大數據其實是「一種高度政治性的數字技術與美學技術」（劉昌

德，2020，頁 163），對偏見缺乏反省的人工智慧設計在特定的文化

與制度結構內隱晦地運作，並且被拜物化、神話化（Mosco, 2014）。

固然邊緣的身影能在線上嶄露頭角，網路也提供親炙眾多他者的絕佳

機會，政客與財團卻不見得樂於見到如此稜角分明、難以馴服歸類的

臉龐。意識形態與利潤掛帥的政經勢力追求的是透過寫手與網軍引誘

煽動、從己身權力與利益觀點投影繪製、選擇性編碼演算的美容整形

後「第三者」。豐富的資源與經驗確實有助於優化「第三者」面容的

掌握，但也有可能收編、同化、或排斥不可欲的臉龐。政經操作下的

「第三者」廣納容顏，卻精巧地避開不利於己的溝通失敗情境，相反

地，列維納斯堅持不論如何周延的「第三者」都會面臨無法適切代表

某些臉龐、難以與某些他者對話的窘境。所以關鍵不在於權與錢形塑

的「第三者」是否扭曲、大數據視覺化的「第三者」是否精準、或社

運抗爭團體揭櫫的另類「第三者」是否更真實，而在於從列維納斯觀

點來看，所有的「第三者」不管彙整了多少千百面容，永遠都不夠、

永遠都有缺漏。這點是非常有解構的特色，列維納斯相信具倫理特色

的「第三者」正是藉由這些破綻、出格、與外溢，反躬自省而浴火重

生，隨時渴望與任何一位否定「第三者」的他者相遇，才能成為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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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更包容的「第三者」。行銷宣傳的「第三者」追求成功說服不遺

餘力，成本效益評比下，即使錯失幾張臉龐仍在所不惜，而倫理的

「第三者」卻獨孤求敗、享受被他者否定的樂趣。自滿於「第三者」

的代表性或真實性常有意或無意地導致集體的壓迫，面對無法窮盡之

無限他者的謙卑學習反倒是「第三者」貼近絕對他者、以退為進的迂

迴民主路數。 

另一方面，人工智慧與相關數位科技早有辦法幫網民塑臉，建立

可能連我們自己也無從知覺或干預的個人檔案（personal profile），網

路上的我變成異化的自我，而連結互動的人事物與資訊背後中介著渾

沌複雜的資料、程式、與演算法。列維納斯的自我因悅納異己而成為

倫理主體，可是當代的自我與「第三者」往往是數位世界裡的一抹痕

跡，這些數位足跡要如何排列組合才能引發倫理慾望？要如何按鍵連

結才能迎向他者？又要如何才能臨近「第三者」凝視的聲量與趨勢？

網路世界裡的溝通如果受資料驅動（data-driven）、程式化選擇、機

器學習之演算法所影響的話，怎能突破同溫層的過濾泡（ filter 

bubble）？溝通的倫理性與正義性將何在？而且與他者溝通是人之所

以為人、成為倫理主體的關鍵，一旦這溝通操之在網路媒體與平台

時，我們是不是喪失了成為主體的機會？而掌控主體存有生殺大權的

網路媒體與平台是上帝或是撒旦？該把決定存有的權力拱手讓給媒體

與科技業者嗎？ 

 

陸、數位時代的假新聞 

隨著數位傳播科技的日新月異，越來越多人捨棄傳統大眾傳播媒

體，而改透過網路社群媒體瞭解外在世界，將近三分之二（62%）的

美國人就是經由社群媒體獲得新聞（Gottfried & Shearer, 2016）。糟

糕的是，路透社新聞研究中心（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的一項跨國調查顯示，不到四分之一（24%）的受訪者認

為社群媒體善盡區分訊息真假之責（Newman, Fletcher, Kalogeropoulos, 

Levy, & Nielsen, 2017）。根據 Pew Research Center 的最新調查，更僅

有一成左右的受訪者自認為完全不會或幾乎不會被捏造的訊息、改造

的影音、未查核的突發資訊、與片面的事實所欺騙混淆。相較而言，

政治意識與知識高者較傾向於認為自己看到較多的假新聞，也較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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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新聞對整個民主體制有更多的負面影響，這群人因此開始查核訊息

的真實性與改變接收訊息的來源或習慣；而政治意識與知識低者較容

易散佈假新聞，也較傾向於減少接觸新聞以避免假新聞的影響

（Mitchell, Gottfried, Stocking, Walker, & Fedeli, 2019, June 5）。 

假新聞從傳統媒體擴散至新媒體，缺乏規範的社群媒體成為不少

假新聞的溫床，透過人際網絡、匿名帳號、機器人程式、病毒式演算

法、機器學習優化、與精準投放的推波助瀾，讓整個媒體生態陷入真

假難分、劣幣驅逐良幣的窘境（Newman, Fletcher, Kalogeropoulos, 

Levy, & Nielsen, 2017; Zubiaga, Aker, Bontcheva, Liakata, & Procter, 

2018）。如今，假新聞一詞早已不侷限於傳統意義的新聞範疇，而是

泛指整個資訊的生態系統（林照真，2017）。 

歐洲的「公共數據實驗室」（The Public Data Lab）利用開放原

始碼軟體、開放資料、與公民黑客（civic hacking）等方法，進行一

系列研究，追蹤描繪假新聞的生產熱點與流通模式。其中，以

CrowdTangle 瀏覽器擴充功能偵測的分析顯示，假新聞與闢謠訊息在

臉書上觸及的民眾其實不太一樣。例如，涉及 2016 年美國總統大選

的假新聞中，只有六個傳佈假新聞的臉書公開頁面實際分享假新聞闢

謠的網頁，其他分享闢謠訊息的主要是記者、事實查核倡議者、與若

干進步派人士（Bounegru, Gray, Venturini, & Mauri, 2018／胡毓容譯，

2018，頁 58-59）。施毒與解毒者宛若處於平行時空，不同的傳播網

絡顯然不利於訊息的撥亂反正。 

雖然有些學者認為假新聞的傷害被高估與簡化了（Allcott & 

Gentzkow, 2017; Nelson, 2020），但是越來越多人同意，繼續放任假

新聞的話，輕者造成對人事物的誤解詆毀、帶風向誤判輿論氣氛、海

量傳散混淆視聽，重者可能破壞對既有新聞生態系統與民主體制的信

任感（Stefǎnitǎ, Corbu, & Buturoiu, 2018）。網路社群媒體上的假新聞

對主流大眾傳播媒體的議題設定，更可能導致人們不再關注真正重要

的問題（Vargo, Guo, & Amazeen, 2018）。Pew Research Center 最近

的調查指出，半數的美國受訪者認為假新聞是非常嚴重問題，比例高

於恐怖主義與非法移民等議題，而且 68% 與 54% 受訪者分別擔憂假

新聞影響民眾對政府與對人們彼此之間的信心，56% 的人甚至悲觀

地描繪未來五年假新聞愈發嚴重的景象，年長者又比年輕者更悲觀，

而超過半數（53%）的受訪者直指新聞媒體最該擔負起減少假新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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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近八成（79%）的民眾支持採取行動以限制假新聞（Mitchell, 

Gottfried, Stocking, Walker, & Fedeli, 2019, June 5）。 

針對線上違法內容，歐美皆要求社群媒體遵守「通知與移除程

序」（noticeand take down procedure），相對於美國仍委由媒體自律

的消極態度，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先後於 2016 年針

對仇恨的不法言論，要求社群媒體需在二十四小時內回應檢舉，並於

2018 年要求網路平台制定共同遵守的處理假新聞實踐準則（code of 

practice）、設立獨立的事實查核組織網絡、形成假新聞的網路識別系

統、提升歐盟人民的媒體素養（引自胡元輝，2018a，頁 41）。無奈

現實上，社群媒體處理違法內容已不甚積極，更不要談努力主動防制

屬於灰色地帶的假新聞（羅世宏，2018，頁 71-73）。 

原本以平台而非媒體自居的臉書與 Google、Twitter，在美國朝野

的壓力下，一改以往開放或放任線上資訊的態度，自 2016 年起陸續

採取一些自律措施，包括：增強對假新聞的人工與自動化查核、與具

公信力的媒體以及第三方事實查核組織合作糾錯並標示、利用演算法

延緩被標示為假新聞者的傳播速度、也不讓假新聞網站利用網路廣告

分潤機制而獲利，可惜迄今效果有限，查核太慢、標示未落實、更無

法制止假新聞被揭露後反而加速擴散的反效果（胡元輝，2018a）。

比照傳統媒體的透明化規範，美國國會也於 2017、2019 年嘗試立法

強制線上平台業者揭露政治廣告出資者的相關資訊，並保留檔案供公

眾查詢，只是至今兩黨議員仍缺共識（Montellaro, 2019, May 9）。

Twitter 於 2019 年十月底則宣布禁播政治人物與政治議題相關的投放

廣告，以避免付費買關注的不公平狀況（Wong, 2019, November 

19）。Google 與旗下的 YouTube 跟進禁播誤謬的政治廣告，並限制

利用大數據與個資所建立的 Customer Match Tool 進行政治行銷精準

投放（micro- targeting），然而臉書以保障政治言論自由為由，仍然

堅持不禁止也不查核政治廣告（The Economist, 2019, November 

28）。 

問題是，假新聞不是只來自於造假或誤導的政治廣告，更多時候

是透過社群媒體的生產、轉發與分享（Allcott & Gentzkow, 2017）。

相較於主流新聞網站，社群媒體更容易導引使用者到假新聞的頁面

（Nelson & Taneja, 2018）。半數（52%）的美國民眾自承曾分享過假

新 聞 ， 但 其 中 絕 大 多 數 宣 稱 轉 發 時 不 知 道 訊 息 有 誤 （ Mitch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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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ttfried, Stocking, Walker, & Fedeli, 2019, June 5）。事實查核的支持

者經常忽略了一般民眾對訊息的選擇性接觸與理解，評估假新聞更正

的效果時，未將訊息接收者的既有立場、社群認同、與使用模式考慮

進來，以至於結果有時不如預期。根據大數據分析，Twitter 上假新聞

傳播的速度與範圍遠高於真實新聞（Vosoughi, Roy, & Aral, 2018），

而即使是老牌媒體如紐約時報揭穿假新聞的報導，不是被忽略，就是

在網路社群被大量鄉民質疑圍剿（Mihailidis & Viotty, 2017）。一些

實證研究也顯示，當假新聞與訊息接收使用者既有的立場價值相符

時，事實查核更正的效果便極為有限（Garrett, Nisbet, & Lynch, 

2013），甚至有時出現「逆火效應」，反倒讓這些人更相信假新聞

（Nyhan & Reifler, 2010）、更不信任這些事實查核單位（Brandtzaeg 

& Følstad, 2017）。 

真理看不到謊言的車尾燈，僅僅努力糾錯更誤明顯是不夠的。不

少學者因此建議事實查核的更正訊息應更貼近一般民眾的心理機制，

以較能被接受的方式呈現，藉此提升更正效果。這些更正訊息策略包

括：引用與錯誤認知者相同立場的媒體與消息來源以進行更正、正面

表列事實而非負面表列錯誤、提供新的因果解釋而非單純否認

（Nyhan & Reifler, 2013）、第一時間處理、越早更正越好、更正訊息

中減少再重複陳述錯誤宣稱、淡化政黨與意識形態暗示、多運用可信

度高的來源、與適當運用圖表（Nyhan & Reifler, 2012）、多用影像吸

引注意力（Young, Jamieson, Poulsen, & Goldring, 2017）、提供錯誤資

訊的誤謬點與駁斥性資訊的細節、鼓勵民眾參與討論與審視（Chan, 

Jones, Jamieson, & Albarracin, 2017）、由可能傷及自身利益者出面闢

謠（Berinsky, 2017）、或拋棄僵化的正反並陳方式，改依照擁有科學

證據與通過事實檢驗的比例呈現爭議訊息（O’Connor & Weatherall, 

2019）。 

除此之外，假新聞的防治還得從結構改變著手，透明化事實查核

的組織管理、運作過程、與資金來源（Brandtzaeg & Følstad, 2017），

正視各式的審查制度與企業操弄問題，尋求更民主積極的線上參與、

更周全的隱私保護、更信賴的資訊交流與更批判性的討論（Iosifidis 

& Wheeler, 2016）。而媒體識讀教育雖然可能變成媒體與平台卸責的

藉口，卻確實能降低人們過度自以為是的第三人效果（the third-

person effect），正視假新聞對自我的影響，也減少對持不同意見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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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蔑（Boukouvidis, Labbe, & Henderson, 2020）。秉此，澳洲一方面

著手強化新聞的自律機構（澳洲新聞協會，The Australian Press 

Council，APC），要求媒體成員們遵循報導的原則與標準，回應抱怨

與檢舉，並照實刊登協會的裁判決策，另一方面則於學校與家庭推廣

媒體識讀，於國際上尋求跨國合作，規範數位平台的責任與公平競爭

的 環 境 （ Podger, 2019 ） 。 致 力 於 事 實 查 核 的 國 內 學 者 胡 元 輝

（2018b，頁 63）也建議「多管齊下」，建立透明、公正、客觀的事

實查核組織 、推廣媒體素養教育、與「透過機器學習與認知科學所

嘗試開發的假新聞偵測機制」。更有人呼籲廣告主減少在假訊息猖獗

的網站投放廣告，以斷絕其財源（何吉森，2018）。 

民調顯示，三分之二左右（64%）的美國人表示政治兩極化分裂

是解決假新聞問題的最大阻礙，四成以上的民眾也認為假新聞背後的

商業機制、人民欠缺足夠的意識與行動、以及不透明的網路科技讓打

擊假新聞的努力事倍功半（Mitchell, Gottfried, Stocking, Walker, & 

Fedeli, 2019, June 5）。有學者因此建議社群媒體平台設置對立觀點與

意外發現的按鈕（opposing viewpoint and serendipity buttons），幫助

網路使用者突破同溫層或回音室的資訊迴圈（Sunstein, 2017）；或要

求數位媒體的演算法必須納入公共利益的因素、提高透明度並接受監

督、強化數位媒體公司治理（Napoli, 2015）；或進一步提議徵收數位

科技業者額外稅負，將稅收挹注於數位社群平台公共化與另類社群媒

體的開放共享（胡元輝，2018a；陳志賢，2017 & 2018；Fuchs & 

Sandoval, 2015; Iosifidis & Wheeler, 2016）；甚至提議改革既有民主體

制，轉為科學專業知識為基礎的審議式民主（O’Connor & Weatherall, 

2019）。 

 

柒、列維納斯與假新聞共處之道 

列維納斯的觀點特別之處在於將當代溝通的問題提高到倫理的第

一哲學層次討論，因此重點不是資訊真假的判別爭辯與假新聞防制，

而是線上與線下的溝通是否回應他者或「第三者」的臉龐。假新聞是

當代溝通的危機與轉機，除了消極被動的查證改錯，應更積極主動地

創造與他者溝通的貼心環境，不只改正已出現的假新聞，還希望進一

步藉由假新聞的挑戰，拓展主流新聞的視野、尋求未出現或被壓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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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身影。 

據此，批評假新聞之前，數位媒體與社群平台如果自稱為溝通媒

介，就必須擔負強制性的倫理責任，確保使用者不困於同溫層或回音

室，若不履行義務，則不能以新聞或溝通之名經營媒體與平台。試圖

片面單向說服的政商宣傳明顯涉及權力操控，不是親炙他者的溝通，

因此必須肩負自行舉證為真的責任，否則無資格享受寬容的新聞自由

保障。責任清單將包括：平衡呈現、連結提供對立或不同意見、允許

隨機連結選項、降低搜尋引擎優化（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SEO）

的干擾、並修改程式與演算法加入一定比例的隨機或意外發現

（serendipity）等。也因為線上「第三者」的臉龐是數位足跡的排列

組合選擇，有可能被操縱形塑，進而影響正義的決策與結果，所以網

路媒體與社群平台的資料儲存、保護、與運用必須嚴謹與透明，經營

結構、政商關係、財務狀況、與廣告業配也應公開並接受定期查核檢

驗。 

列維納斯的讜論絕非全然天馬行空，某些部分已經質疑新聞的常

規，照見專業的盲點。例如：強調事實對錯的新聞專業其實掩藏訊息

處理守門（gatekeeping）過程中有意或無意的再現取捨與框架，因

此，即使是最正確的新聞也是片面不完整的訊息，某種程度上，所謂

的客觀新聞早就潛藏著假新聞的根基（Winston & Winston, 2021）。

而悅納異己的為他倫理則將每一次假新聞的出現等同於前所未見或視

而不見臉龐可能顯影的機會，嘗試將假新聞的威脅轉化為親炙他者的

契機，如此正面看待與查證假新聞，讓無冕王不再以真理自居而高高

在上，改而積極聆聽種種被賤斥的聲音，於不疑處有疑，並為媒體不

斷地主動深入調查報導提供先驗的責任基礎。 

親炙並回應臉龐的職業倫理前提還可以擴展多元新聞消息來源、

反省只報導有頭有臉達官貴人的保守方式。親身採訪是尊重他者的起

點，透過接近與理解感受他異性，方能突破記者與媒體報導的既有侷

限。有特別消息來源的假新聞無異於提供了理所當然受訪名單之外的

人選，不宜先入為主貶為誤謬而不採訪。具倫理性的新聞拒絕的不是

乍聽荒謬、粗糙、不順耳、不熟悉的聲音，而是模糊或不說明發言臉

龐身分的陳述，更不容許沒有多元消息來源或不親自訪問。所謂的

「三器新聞」（抄自網路瀏覽器、行車紀錄器、街頭監視器的內容充

作新聞）提供某些臉龐的表象，需要記者按圖索驥、繼續靠近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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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其喜怒哀樂，以避免純然看圖說話、將自我投射在他者身上的暴

力。而來源模糊可疑的內容農場與毫無臉龐的機器人新聞（robot 

journalism）根本沒資格稱為溝通，媒體與平台應為其尋找臉龐，否則

不宜刊登與傳送。 

列維納斯心目中的他者臉龐是無限且持續凝視的，既然無限，媒

體就該跨區域、跨國合作，以集體協作的力量回應龐雜他者的需求；

既然持續，媒體就該重視有系統的長期耕耘努力，注重後續新聞的追

蹤報導，而非三分鐘熱度的一窩蜂新聞。數位科技方便了長期協作的

溝通實踐，與他者一起合作報導與查證更是倫理性新聞的典範。儘管

如此，有能力、時間、與資源參與公共領域溝通者從來就不是人人有

份，唯有不斷自省、賦權、擴大參與，小心合作對象選擇的侷限偏見

與身分複雜的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無限他者的臉龐才不會被

少數相對優勢的認同身影所遮蔽。 

除了貼近臉龐的人情趣味新聞（human interest stories）外，面對

複雜的社會現象，現代媒體必須善用精準新聞學與資料新聞學的統計

與大數據分析，加上配合脈絡的詮釋報導，儘量讓抽象的「第三者」

顯現樣貌，同時留心例外或反例，尊重「第三者」的龐雜難測，避免

本質化與均質化臉龐。他者的複雜他異性遠超乎語言所能傳達掌握，

因此記者必須謙虛謹慎、用語保留地報導，避免經不起否證的陳腔濫

調、刻版印象、普遍全稱、與極端形容詞，小心不要掉入族群、性/

別、階級、年齡等集體偏見陷阱。 

另一方面，臨近「第三者」時，應提防政商勢力以精美面具取代

隱晦臉龐。與他者溝通常是曲折費力的，如果缺乏資源注入與堅持，

戴著精美面具的公關新聞、假事件（pseudo events）、資訊津貼

（information subsidies）、與政商置入性新聞，經常能以輕快順暢的

溝通誘惑媒體與記者放棄回應他者的艱難責任。這些政商勢力推銷的

面具也許具有相當數量的臉龐基礎，能形塑主流的「第三者」形象，

但是，不管真實性與代表性有多高，一旦停止回應他異性，只在宣傳

行銷中進行單方面訴求陳述，未提供不同與對立論點，就無法成為倫

理主體。如果擁有足夠資源，「別於存有」的媒體應利用這些面具認

識某種樣貌的「第三者」，然後額外尋找被忽略的臉龐與「未說」。

缺乏資源的話，媒體至少應盡到揭露面具來源的義務。 

最後，由於絕對他者的超越性，自我與他者的關係是先於本體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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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質定位與認識論的真假判別而存在，所以當媒體不主動持續接觸

與回應他者，即非進行溝通，也就無法成為倫理主體，當然沒資格以

傳播媒體定位自居。而缺乏對他者的體會感受，即使資訊的真假查核

萬般嚴謹，也可能限縮在社會建構的既定認知典範框架內（Graves, 

2017），被排除或壓抑的「言說」與「未說」，將難以挑戰優勢「已

說」的知識/權力佈署與論述形構。 

列維納斯提供數位時代面對假新聞的一種新策略：以退為進，從

本體論與認識論轉進至倫理學，先存而不論新聞資訊的真實性，改先

確定是否樹立「不丟臉」的倫理主體，以悅納異己、親炙並回應異質

的、隱晦的、無限的臉龐為前提，避免一開始就疲於應付層出不窮的

真假與動機犯意爭議，也不致於啟人打壓言論自由的疑竇。新聞倫理

並非在事實對錯中選邊站，而是在做真假判斷之前，要求新聞訊息先

接觸與回應不同的容顏聲音。實質查核需要具備公信力、專業、經

費、與足夠時間，吃力不討好又容易各說各話，相較而言，擁抱他者

的倫理形式判斷就明顯易行。況且假新聞真正的問題多半不在於真

假，而在於排斥不同聲音的他者、自我標榜為事實真理的反倫理、狂

妄姿態。假新聞並不可怕，展現不同臉龐的假新聞甚至有存在價值，

真正可怕的其實是丟臉的新聞！相對於治標的事實查核，對所謂真新

聞或假新聞的溝通者都課以持續親炙駁雜他者的倫理義務才是治本之

道。倫理主體的要求並不止步於媒體工作者與教育者，對列維納斯而

言，親炙他者的溝通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先決條件，因此帶有倫理色彩

的媒體識讀必須成為基本義務教育的核心，先聽再說，從小培養回應

與照顧他者的責任，而尊重外部他異性的溝通，更是人成為倫理主體

的關鍵。 

在如此的倫理策略下，本文嘗試拋磚引玉，想像衍伸列維納斯與

假新聞共處的幾項可能，試圖化假新聞的威脅為資產，視假新聞的爭

議為親炙他者的契機。也呼應列維納斯的社會正義現實需求與法制的

「歷時性」自我顛覆，隨時可過河拆橋的傳播制度化只為了確保「不

丟臉」的溝通，協助「第三者」更臨近無限他者的豐富肌理，因此這

些制度規劃隨時可因應更多不同他者的遭逢經驗而調整。以下將策略

性地討論溝通倫理責任下，新聞報導、新聞媒體、新聞教育、社群媒

體與數位平台可以進行的制度改革。 

首先，新聞本質的共識正遭逢嚴厲質疑，一方的重要新聞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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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另一方眼中的假新聞，打擊假新聞又可能被批評為壓制言論，該報

導什麼經常動輒得咎，事實查核有時面臨證據侷限，有時又查不勝查

或緩不濟急。此刻，倫理優先的觀點可以利用機器學習的人工智慧，

並不查核真假，而是相對清楚容易地從報導姿態上判別報導是否悅納

異己，操作上要被認可標示為具倫理性的新聞，真正「別於存有」的

新聞，必須符合明確且多元消息來源、引述當事人（特別是被批評攻

擊者）回應、正反併陳、非公關業配宣傳等形式標準。透過演算法計

算建立新聞的識別系統，每則資訊出現在網路上就隨之賦與符合倫理

與否的標籤或符合新聞資格的分數，該則資訊獲得新聞資格之後還需

持續接受網民集體智慧的回饋評估，並保障記者或報導者說明與反駁

的權利（如揭發弊案時引用匿名消息來源的必要），藉以彌補機器判

別的缺失。 

當然假新聞一直快速演化形變，形式合格不一定就是真實的報

導，形式不合格也不代表一無可取，可是資源有限時，事實查核的功

夫可以先聚焦在回應他者的合格新聞上，也至少逼使任何新聞訊息都

不能一言堂，必須在訊息中展現與回應他者。正面表列標示也能提醒

民眾接觸非「別於存有」新聞的「丟臉」資訊時必須謹慎小心，它不

一定錯，卻一定是片面、自以為是的。倫理形式的資格認定還意味著

親炙他者比事實查證更重要，因為逃避倫理責任的訊息陳述就算在特

定脈絡條件下被判定為事實，也是具有潛在法西斯暴力的論述。即使

出現事實認定上的「逆火效應」也不能豁免倫理責任的要求，原因很

簡單，不滿他人打壓自身相信的訊息就更不該放任這些訊息排除他人

的聲音，「逆火效應」下可以堅信假新聞為真，但不能宣稱它是「不

丟臉」的訊息。所以，假新聞的生猛挑戰可以成為體制內媒體臨近他

者的養分，但是假新聞本身也不該屠殺它貶為假新聞的他者、錯失從

不同臉龐凝視自我的大好機會。捨棄爭一時的新聞對錯，總是願意成

為他者人質、展現他者容顏的訊息才是真金不怕火煉！ 

爭論訊息對錯之前，能悅納異己才有資格傳播溝通，因此在定時

（如每年或每季）的持續自律與他律檢驗中，媒體如果一再無法提供

足夠比例、符合倫理要求的資訊，新聞媒體的資格便可能喪失，藉以

確保新聞與溝通之名不被濫用，媒體老闆個人的言論自由不被混淆為

媒體的新聞自由。在數位時期之前，取消新聞媒體資格的舉動或威

脅，往往有操控言論的威權嫌疑，但是眾聲喧嘩的網路上，被摘除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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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媒體的地位並不會顯著影響發聲的權利，只是改為非新聞媒體的身

分而已，仍舊可以吸引網民，甚至訴諸民意而挑戰取消資格的判決。

相反的，許多所謂非名門正派、資源名聲不光鮮亮麗的自媒體、獨立

媒體、或另類媒體，只要通過一樣的倫理檢視，即能正名為新聞媒

體，享受相對更被尊重的身分地位、更寬容的新聞自由以及司法判

決、與旨在提升言論多元性的津貼補助或財稅減免。 

新聞報導與新聞媒體的資格認定是面對眾多模糊「第三者」時不

得已的權宜之計，如此臨近性的他者需要具體溝通過程的「歷時性」

不斷反思修正，因此新聞標準應定期審議修訂。只是修訂絕非老闆、

廣告主或學者專家說了就算，理當涵蓋新聞價值賴以生產的專業工作

者、受訪者、內容使用者與多元 NGO 團體等遭忽略的他者（Graves, 

2018）。所謂的「在他者眼中凝視我的第三者」猶如勞資協商中具體

工會代表背後無數歧異勞動者發展出來的勞動階級意識與利益，透過

由下而上的協議方式，動態且民主地表達他者的容顏，免於新聞標準

被同一的本體論凝固宰制。 

如果新聞資格與標準都不可能完美，皆只是臨近無限他者的速

寫，符合倫理的新聞教育就不能照本宣科，也不該重蹈職業訓練的覆

轍，因為面對歧異的芸芸眾生，訓練再優秀的新聞從業人員也會面臨

溝通失敗的困境，有時訓練越紮實、越堅持某些判準原則，盲點越

多，所以理想的學校教育與在職訓練要教的反而是質疑挑戰所學、尋

找失敗的溝通，化危機為轉機，大膽地在所謂的假新聞中淘金瀝沙，

從中尋找陌生的臉龐與壓抑的言說，並摸索與學習「別於存有」的倫

理溝通模式，複調地呈現自我中的他者與他者中的他者。大學與職場

新聞教育的任務在於持續發明更臨近他者的溝通方式，大學若能不懈

於親炙他者、又能免於權錢的不當干擾，則適宜擔任新聞資格與標準

的研發中心。既有的新聞教育將被策略性地過河拆橋，資格與標準的

爭議正是課堂最重要的教材。大學不再被動回應產業的新聞生產線需

求，而是出發冒險、主動擁抱無數被忽略的沉默他者，嘗試聽懂詰屈

聱牙、南腔北調的聲音，領先業界描繪新的面容與新的對話可能。 

至於假新聞最大溫床的社群媒體與數位平台也必須在使用偏好的

設定、隱私的保障、立即危險的警示、數位落差的消弭上善盡倫理義

務。 

為確保數位溝通中的外部他異性，媒體與平台有責任提供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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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偏好之外的資訊與連結，不能自滿於不斷優化搜尋結果，演算法

應當清楚寫入多元資訊與另類訊息出現的比例。而使用者願意實際踏

出舒適圈、接觸不同人事物觀點的程度，也應明白呈現於個人數位檔

案中，進而影響後續的機器學習。由於倫理學導向的人工智慧認為不

接近他者的人是「丟臉」的人，沒資格評斷資訊的真假優劣，因而越

是獨沽一味的使用者，演算程式越會頻繁地為其連結不同品味的訊

息，越會延緩、降低排序、或警示其推文與按讚的外擴效應，協助使

用者走出同溫層、看見他者、擔負起欠缺的倫理責任。 

隱私的侵犯在數位時代防不勝防，與其消極防堵，不如以近用權

（access rights）取代所有權（ownership ），民主開放分享資料

（Coyle & Nguyen, 2019），將個資從科技新貴手中奪回，做更具倫

理性的運用。以個人化服務為名，數位媒體與社群平台早已是資料驅

動的經營模式，只是資料的選擇與塑形多半不是過度偏向利潤導向，

就是向權力低頭，資訊資本主義鼓勵使用者將消費與監視視為必然，

卻不把資訊交流的溝通責任認真當一回事。如此的半調子數據分析成

全了工具理性的主體，同時抹殺了傾身感受異己的倫理主體。為了倫

理化大數據，資料庫建置、演算法程式編寫、搜尋引擎優化、與機器

回饋學習皆應將極大化與多元化接觸他者的機會與經驗列為最優先任

務，接受公開檢驗評比，並列為媒體與平台公司治理的根本。不倫理

化大數據，就沒資格近用、紀錄、利用個資營利。以隱私換取倫理的

溝通情境並不禁止高度個人化的政商訊息內容精準投放，但是每次投

放都必須伴隨著相關內容的不同與多元訊息。企圖影響人們的訊息當

然要成為「他者的人質」，接受他異性的洗禮，擺脫整體同一的暴

力。 

當假新聞或片面資訊鋪天蓋地湧來造成個人或公共的立即危險

時，事實查核往往緩不濟急、甚至查而無效。有鑑於此，倫理化的資

訊安全注重的是預防，而非亡羊補牢。藉由倫理學導向的人工智慧，

很容易在數位環境中偵測到突起的、巨量的、單一、抹殺異議的聲

量，媒體與平台有責任即時地示警、延緩傳散、找出核心動員的節

點、與提供多元聲音。而假新聞或片面訊息的接收者出現危險的反應

（如：自殺或攻擊）時，亦可能儘快發現徵兆因應處理。如此倫理性

的介入完全未針對訊息內容本身的對錯真假進行處分，也因為跳過事

實查核的複雜過程，才能夠快速應對，只針對訊息悅納異己的程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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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別。所以，倫理性介入不致於招來破壞言論自由的罪名，列維納斯

並未打壓任何人說話的權利，他念茲在茲的只是保障他者也能一起露

臉對話的相遇。 

列維納斯一再強調語言與溝通既臨近又凝固他者的曖昧性，再便

利普及公平的傳播方式都可能不便於、不及於、不利於某些群體，盍

各言爾志式的言論自由市場論者經常責備沉默者的消極退縮與詞窮者

的無心無知，造成他者的二度傷害。而倫理化溝通環境超越平等雙向

對話的公共領域之處，正在於主動積極、持續單向地為他者付出，並

學習用他者的表達方式溝通。職此，媒體與平台內容呈現與連結的程

式演算法在相關性、權威性、時間順序性之外，應加入倫理性，透過

數據及早發現落差所在，讓涉及議題的弱勢地區與人有能力近用、優

先發聲，並鼓勵長期蹲點感受、深入報導數位資訊相對較少觸及的人

事物。後台的大數據也應定期盤點，與其他非數位的資料比對，反省

數據的偏見與缺口。 

列維納斯的觀點雖然重倫理、輕實證，卻為事實查核奠下可行性

的基礎。所謂的事實從來就不是一翻兩瞪眼的客觀對應那樣簡單，而

是鑲嵌在既定的認知典範與環境脈絡中，真假判別因此需要更多元周

延的協作與對話（Graves, 2017）。聚焦在「別於存有」與具有立即

風險的訊息上，事實查核的工作不僅減輕許多，也課予單向片面訊息

尋求不同聲音觀點的責任，事實查核所需的成本經費更可以名正言順

地取自於長期不符合倫理要求的媒體與平台。經常出錯或欺騙的媒體

與平台固然要支付代價，只說不聽、生產出無數聲音與憤怒，卻不盡

溝通責任的傳播者也同樣要被課徵費用，並承受取消新聞媒體資格的

羞辱。 

2020 年三月至十月間包括俄羅斯與菲律賓等十七個國家，以控

制疫情為名，通過打擊假新聞的相關立法（The Economist, 2021, 

February 13）。問題是，假新聞不一定為偽，有可能是被打壓的他

者，值得親炙臨近，毋須必定除之而後快。當然，假新聞本身也無法

壟斷真理，不該打壓其他的他者。體制內新聞可能透過假新聞的挑戰

而接觸陌生的臉龐，而假新聞也應該包容其他不同聲音與臉龐，尊重

他者中的他者。對列維納斯而言，能讓被壓抑的他者重返、能擁抱無

限多元他者的真假新聞都有存在的必要，因此，當代主要的溝通問題

不是假新聞，是丟臉的一言堂新聞。當代民主的危機也不只是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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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真相」困局而已，多元參與式民主的深化才是真正的難題，民主

的關鍵在於參與，不在於事實，況且，真相時代從未存在，何來「後

真相」（Farkas & Schou, 2020）？與其忙於事實查核，不如改革媒體

與民主環境，並認真要求所有參與者負起溝通的倫理責任，防止獨裁

的幽靈以找回真理或共識為名借屍還魂、排除異己。 

列維納斯的理論看似保守，實則基進，他並非實質審查資訊內容

的對錯，而是以解構的方式落實自由主義的基本要求：「即使不贊成

你的觀點，仍誓死捍衛你說話的權利」（I disapprove of what you say, 

but I will defend to the death your right to say it）。倫理學作為第一哲學

協助當代民主避開「破壞言論自由的言論能否享有自由」的弔詭困

境，他並未打壓言論自由，而是讓所謂的誓死捍衛他者露臉說話的權

利不要變成口惠實不至，直接要求傳播者主動負起悅納異己的責任，

一旦他者說話，我也能說話，不讓他者露臉，自己也沒資格傳播溝

通。不像資本主義的自由意見市場，但求給我說話的權利，至於他者

就自求多福、自行設法發聲，說不出話或沒人聽只能怪他者本身。列

維納斯體貼脆弱的他者，更冀望與他者相遇，利人利己，幫助主體變

成一個更完整、更美好的我。擁抱有臉的假新聞，拒絕丟臉的新聞，

列維納斯要的不僅是治標不治本、春風吹又生的拔雜草、除誤謬，他

還要翻轉規則習性，不再視資訊真假爭議為撕裂社會的幫凶，而是待

之為自以為是的主體往外親炙他者的契機，以生物多樣性取代同一整

齊的秩序，建立他者與主體共存共榮共生的生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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